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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意圖以社會資本角度檢視臉書使用者的網路政治參與，探

討社交網站使用者的政治參與之潛在可能。旺中案爭議發生過程中，

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臺灣地區的613位臉書使用者。結果顯示，臉

書使用程度的高低與生活滿意度、政治參與有正相關；政治興趣、政

治知識與臉書友誼與政治參與也有正向關係。根據以上結果推論，臉

書使用有助於較年輕的民眾的政治參與，可進一步促進臺灣公民社會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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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Facebook us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We use 

the example of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the 

Want Want China Times Group to determine whether social media use could 

have a positive function in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s. 

The results of an online survey conducted across Taiwan (N = 613) show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Facebook use,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reover, political interest,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friendship over Facebook all positively predict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ggesting that online social networks may be a solution for the disengagement 

of youth from civic duty and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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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當有新的傳播科技出現時，總不免令人憂心該新科技對社會整

體或是個人心理上的負面影響（Chalaby, 2000; Winston, 1986）。例如當

電視剛剛出現時，學者擔心導致觀眾逃避現實（Klapper, 1960; Pearlin, 

1959）；1990年代網路出現後，社會評論家指陳網路造成個人與社會日

漸疏離（Kraut et al., 1998; Turkle, 1996; White, 1997）、個資洩漏、網路

霸凌、網路沉溺。如今，社群網站的盛行，如Facebook（以下通稱為臉

書）、MySpace、Twitter等以社交為特色的媒體，其影響也備受關注

（Hodgkinson, 2008; Koloff, 2008; Stone, 2007）。

本研究意圖指出社群網站的正面功能，檢視有關臉書提供政治參

與的平台，對於民眾長期以來的政治冷漠有所幫助。過去已有為數不

少的社群網站致力於促進公民參與政治，並針對年輕族群，在社群媒

體發動集體行為。美國過去最知名的案例之一，即2006年移民改革組

織在MySpace發起全國性的抗爭（Boyd, 2008）。此外，TakingITGlobal.

org和YouthNoise.org提供了社群網站的服務，讓舉辦活動的網路使用

者的社群可以線上集體處理迫切的議題，包括貧窮、全球暖化、AIDS

和人權（Raynes-Goldie & Walker, 2008）。又例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也利用臉書在全球主要城市提出有關人權議題的訴求與抗

議（Stirland, 2007）。另外，社群網站並不需要動員使用者的線下行為來

展現它的強大功能，在加拿大曾有兩萬名臉書使用者在線上成立社

團，旨在抗議政府的著作權改革法案延宕至2008年，此即被認為是一

次社群網站力量的展現。

本研究以旺中案做為臉書使用研究的個案，乃因旺中議題不僅是

臺灣社會重大爭議，且在臉書上也成為討論發燒話題，顯示了臉書的

集體力量。旺中成為公共議題始於2008年11月，當時旺旺集團收購中

國時報集團，成為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因而獲得政府、媒體、社會大

眾相當大的關注與討論。2009年旺旺中時購買中天與中視，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以有條件通過董、監事變更案之後，2010年10月該

集團又併購全臺第二大有線電視系統中嘉，2011年4月30日公平會有

條件通過「旺中寬頻」併購中嘉。此時學者與民間團體擔心併購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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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導致言論集中化，於是在臉書上發起「反媒體巨獸」1聯署活動。旺中

併購中嘉案至2012年7月31日NCC表示「此案已經審結」，但由於旺中

不願意接受切割中天、變更中視營運計畫等附停止條件，衍生出新的

議題以及抗議，如學生發起「我是學生，我反旺中」2，以及走路工事

件。從旺中事件可看出，無論是「反媒體巨獸」聯署活動，又或是「我

是學生，我反旺中」的遊行，均由臉書發酵 3。以旺中案發生時間2012

年臺灣創市際所公佈「2012年網路社群白皮書」（創市際調查顧問，
2012）調查報告指出，臺灣最大的社群網站為臉書，其到達率為
Google+的10倍之多，而問卷調查顯示，即便同時擁有多個社群網站

的帳號，96%的網友最最常使用的仍是臉書。臉書顯然是臺灣最重要

的社交網站。在2013年時臉書大中華區總經理指出臺灣每月活躍用戶
1,500萬、滲透率65%，高居全球第一，可以推論臉書在臺灣社會的重

要性。而發起反旺中的主要群體幾乎都建立了專屬的網站來提供訊息

以及發起動員，例如「拒絕中時運動網站」、「反媒體巨獸行動資料

庫」、「我是學生我反旺中」等，且網站在臉書平台上也擁有自己的社

團、活動或粉絲團，網站提供連結至臉書，臉書上也提供網站的連結

讓關心這件事的人能夠有進一步查詢的管道，甚至從臉書上發起的遊

行運動也吸引了近萬人到場，以上足見臉書在反旺中運動的重要性 3。

且從旺中議題發展過程中，臉書使用者對該議題的熱衷程度，可以看

到臉書的社會影響力。
Putnam（2000）曾表示，社群媒體的使用可能促進民主社會中最重

要的公民意識，也讓政府機構和領導階層具備更高的敏感度，以轉型

成更有效率的民主國家（Putnam, 2000）。當人們參與媒體中的公共事務

時，也掌握了發聲機會以及某種公民權力（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如今，民眾的政治參與度逐漸下降，因此，有必要研究社群媒

體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或可解釋社群網站使用何以與政治參與之

間產生關連。Lin（2001）指出，社會資本核心的概念為透過社會互動以

及互惠而累積出的資本，就像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與朋友、同事和陌生

人互動過程中逐漸累積而成（Resnick, 2002）。過去許多研究者也曾指出

社會資本的概念，是由社會網絡、信任、公民參與、生活滿意度以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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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的概念所組成（Bourdieu, 1983; Brehm & Rahn, 1997; Coleman,  

1988; Dekker & Uslaner, 2001; Lin, 2001; Newton, 2006; Putnam, 2000）。

根據Putnam與Goss（2002），社會資本是促進健全有效率的民主政體之

重要特質。

以上論述顯示，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個人得以維護和增加他們

的社群網絡（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Joinson, 2008）。經過社

群網站使用所累積的社會資本，對民主社會的發展有正面功能。

但實際上，社會資本的內涵並非單一面向。 Scheufele和 Shah

（2000）指出社會資本包含三個面向：內在的（intrapersonal）、人際的

（interpersonal），以及行為的（behavioral）。內在面向即所謂個人的生活

滿意度，人際面向是指對其他人的信任，行為面向則為個人在政治活

動的參與。臉書使用對於此三個截然不同的面向是否有一致的正面功

能，需要進一步檢驗，此乃本研究重點。亦即，我們將探討臉書使用

者的使用狀況與其社會資本的關係，以瞭解臉書使用在個人內在、人

際之間與政治層面上的可能效果。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臉書使用所形成的社會資本以及政治參

與。以下文獻將簡介旺中案並討論其作為個案的意義，而後以網路使

用的社會資本討論為始；接著論述社會資本的各個面向，包括內在、

人際、與行為；最後再加入影響社會資本中的政治參與的各個政治變

項的討論。

旺中案作為本研究個案的意義

旺中議題不僅是臺灣社會重大爭議，且爭議最烈時，該議題於臉

書上成為熱門話題，且形成網路串連活動。追蹤旺中議題的發展，從
2008年11月旺旺集團收購中國時報集團開始，成為旺旺中時媒體集

團，擁有了中國時報、工商時報、中國電視公司、中天電視等多家媒

體；同時也成立旺報，報導兩岸相關新聞。由為旺旺集團跨足媒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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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獲得政府、媒體、社會大眾相當大的關注與討論。

在政府方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2009年5月有條件通

過併購案並開出七項條款防止旺旺壟斷言論市場 4。在媒體方面，許多

媒觀社團呼籲旺旺集團所屬媒體立刻停止公器私用，回歸媒體公器本

質，否則將發起拒買、拒看三中媒體，同時拒絕消費旺旺相關餐廳、

產品；對於媒體的反彈，旺旺集團則以存證信函回應，致使新聞界、

傳播學術界、公民團體等，紛紛聯署譴責中時殘害言論自由。聯合報

更以「史上最大規模的傳播學者抗議」來形容此次抗議事件 5。
2009年旺旺中時購買中天、中視，當時NCC以有條件通過董、監

事變更案之後，2010年10月旺旺中時集團再度出手，併購全臺第二大

的有線電視系統中嘉，隔年2011年4月30公平會決議，以附加條件方

式，有條件通過「旺中寬頻」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案。此時學者、民

間團體擔心併購案通過後，旺旺中時將成為臺灣的「媒體酷斯拉」、「跨

媒體巨獸」會使得言論集中化，並在臉書上發起「反媒體巨獸」聯署活

動。相對於學界與民間團體一面倒的反彈聲浪，政府的反應與外界有

所落差。在旺中併中嘉的NCC公聽會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七位委

員中只有一位出席，消費者代表缺席，業者發言以二、三小時計，而

學者為十分鐘、媒體監督與改革社團為三分鐘，讓外界質疑政府聽取

各方意見與蒐集資訊的努力 6。

在媒體報導方面，臺灣除了中國時報之外的其他報社，聯合報、

自由時報多以「NCC應秉良心駁回」、「臺版鵜鶘檔案 誰殺了NCC？」、

「數位匯流？言論匯流！」等反對立場來報導旺中併購中嘉案。旺中併

購中嘉案因為政府審查程序議題延燒至2012年，各大媒體持續關注，

媒體紛紛都以旺中為批判目標 7，但也有部分媒體則以看戲的心態報導

旺中的相關爭議事件 8。

在2012年7月25日NCC有條件通過旺中併購案，對於這項決議多

位學者表示痛心與失望，有學者認為附帶條件形同虛設 9。雖然7月31

日NCC以舉行記者會表示「此案已經審結」，但事件並沒有完全結束，

旺中不願意接受切割中天電視、變更中視營運計畫等附停止條件，更

衍生出新的抗議以及新一波議題炒作，例如「我是學生，我反旺中」，

由學生發起反對旺中行動，以及走路工事件。從旺中事件就可看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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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反媒體巨獸」聯署活動，又或是「我是學生，我反旺中」之遊行活

動，均由臉書出發。未來由社群媒體所發起的活動將會是另一個監督

旺中集團的重要管道之一，而臉書使用者在這項議題上的熱衷程度可

以看到臉書的社會影響力。

網路使用與社會資本

現有關於社群媒體和幸福、信任以及參與之間的研究成果相當有

限，但可藉由過去的典範傳統來嘗試理解網路使用和社會資本可能的

關係。先以Putnam（2000）的時間取代假設（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

為架構，可說明因為網路使用證據人們時間，因此使得人與人面對面

的互動時間減少，這種說法似乎相當合理，但Nie（2001）的研究則是持

相反看法，他發現許多網路使用者會透過視訊產生面對面的人際互動

（Kraut et al., 1998），所以實際上網路使用可能增加人際互動。另外，

根據Williams（2006）的觀點，時間取代假設的問題在於忽略了傳統大

眾媒體和新的互動媒體之間的差別，當人們在看電視時，是難以同時

與他人溝通的，而在網路上，我們使用e-mail、聊天室和社群媒體時，

卻可進行人際傳播。以時間取代假設看待網路與社會資本關係的缺失

在於，研究者將網路使用視為利用科技打發時間，忽略了閱聽眾的多

元使用、使用動機和體驗，許多實證性的研究已發現網路的使用多元

性，包括資訊性使用、娛樂性使用，以及人際溝通等，並發現網路使

用的動機與社會資本之間有正向關聯（Beaudoin, 2008; Raacke & Bonds-

Raacke, 2008; Shah, Kwak, & Holbert, 2001）。後來幾個研究也發現，線

上傳播對個人的社會信任和社群生活的參與有正面的影響（Best & 

Dautrich, 2003; Kavanaugh, Reese, Carroll, & Rosson, 2005; Kobayashi, 

Ikeda, & Miyata, 2006; Räsänen & Kouvo, 2007）。根據以上網路悲觀論

者與網路樂觀論者之間的論戰中，焦點之一乃網路對社會資本的正面

與負面影響，而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端賴於學者選擇如何看待媒

介，以及他們認為人們是如何使用網路的（Ji-Young, 2006; Kwak, Shah, 

& Holbert, 2004; Shah, Kwak, & Holber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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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解釋角度是使用動機。過去研究發現，若使用網路是為了資

訊獲得和形成社群，會增加使用者的社會資本；相反地，若使用模式為

娛樂和消遣（如線上遊戲與電影），則會降低社會資本（Norris & Jones,  

1998; Shah, Schmierbach, Hawkins, Espino, & Donavan, 2002; Wellman, 

Haase, Witte, & Hampton, 2001）。以上發現說明了，影響個人社會資本

的，並不是科技本身，而是個人如何使用科技。正如Resnick（2002）指

出，當我們在網路上以打發時間為目的時，可能會瓜分與他人進行實

際面對面接觸的時間與機會，社會資本自然減少，但如果以人際交流

作為網路使用目的，網絡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影響就會是正面的。

第三種角度是網絡連結的強弱。Williams（2006）指出，不同的社

會網絡狀況能預測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藉由Putnam（2000）所指出

的，從不同社會群體中搭建式資本（bridging capital）發展出的弱連結，

以及從類似屬性使用者之間的黏接式資本（bonding capital）形成的強連

結，Williams（2006）指出，弱連結因為是與其他不同背景的人連結而

產生向外的社會資本，這些網絡加寬了使用者的資訊流動與使用者的

各種機會，但是個人在強連結中卻獲得情感支持，此類支持來自於互

相依賴的緊密網絡。Williams（2006）以臉書為例，指出臉書所形成的

不論是強連結或是弱連結，都可能提高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信任以

及公眾參與。Donath和Boyd（2004）則發現，線上社群網絡可能不會增

加成員間的強連結，但可能因為網路科技之便利，而增加了個人的弱

連結。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2007）也發現，臉書的使用與線下

關係的維護與鞏固間有強烈關聯，使用愈多，則線下關係愈強，且特

別的是，此存在於臉書使用與弱連結的社會資本之間。該項研究也發

現，社群媒體使用與學生內心的幸福感之間呈正向關係，特別是臉書

能為較低自尊者和較低生活滿意度的使用者帶來更大的助益。

臉書實現了使用者資訊的需求，亦即強化之前所提到的弱連結，

而弱連結是促進集體活動的關鍵要素（Kenski & Stroud, 2006; Shah et 

al., 2001）。為了讓使用者能持續更新社交圈，臉書有兩個特徵，其一

是動態消息（news feed），會出現在每個使用者的首頁。使用者可以透

過動態消息的更新，得知朋友的每日活動（例如：朋友A加入經濟學人

的粉絲頁，或是朋友B將他的感情狀態由「單身」改為「穩定交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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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使用者可藉由使用臉書，來獲知朋友的最新動態消息，以加強目

前社群網絡的連結（Hargittai, 2007）。其二則是，臉書允許使用者加入

感興趣的社團，且社團會展示成員資訊，及自己已有哪些朋友加入，

此更進一步強化了臉書使用與社會資本間正向關係的可能性（Kobayashi 

et al., 2006）。

如同McQuail（2005）所主張，網路使用者加入社群媒體，是為了

與社會整合和滿足互動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認同、獲得歸屬、與社

會互動、與家人朋友和社會的聯繫，以及了解其他人的想法等等，以

上種種構成了人們使用社群媒體的理由。而臉書能讓使用者感受到與

社群間的連結，增加使用者與其他成員間的認識，進而能夠培養互惠

與信任的社會規範，因而提升促發集體行動的機會。

社會資本的內在與人際面向：生活滿意度和社會信任

在社會資本的相關討論中，除公民政治參與此重要面向外，另有

個人生活滿意度以及社會信任兩大面向。生活滿意度反映了個人對其

所處情境的評估（Scheufele & Shah, 2000）。研究者通常會將生活滿意

度等同於主觀幸福或滿意程度（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有研究強調，個人的生活滿意度某部分是透過社會連結而產生

（Kahneman & Krueger, 2006），包括朋友的質量（Leary & Kowalski, 1990）、 

社交的外向程度（Francis, 1999）、人際傳播的頻繁度（Diener, Sandvik & 

Payot, 1991）等，皆有助提升個人生活滿意度。而在社群媒體相關研究

部分，研究指出個人在臉書上的情緒表達，可以幫助體驗朋友之間的

連結和感受到幸福（Valkenburg, Peter, & Schouten, 2006），其中，低生

活滿意度的大學生更藉由參與社群網絡，增加自身的幸福感（Ellison et 

al., 2007）。有研究者指出，臉書似乎可獲得類似人際傳播管道的回饋

與同儕間的接納，因而自然幫助個人產生連結與認同（Ruggiero, 2000;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舉例來說，臉書有兩種訊息服務類型，

一種是私領域訊息，類似於e-mail服務；另一則是公領域中的「塗鴉牆」

（wall），朋友間可留訊息在這個塗鴉牆上，且能被其他使用者所看見。

通常塗鴉牆保留了簡短的回應訊息、朋友間的互動、或提供外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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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加上臉書能設定是否接受或拒絕加入朋友，因人際傳播的回

饋與同儕間的接納可預測出生活滿意度（Harter, 1999），所以推論使用

臉書，應該可以影響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

另一個社會資本的面向是信任。信任是一種信念，建立在雙方不

完全瞭解的基礎上，個人會認為其他人不會有意傷害我們（Berger, 

1986）。線上社會網絡能讓使用者更容易得知朋友的資訊，包含個人的

背景、興趣、音樂品味及出現地點（如：打卡），而這些資訊能增加彼

此的了解，減少不確定感。透過臉書，使用者們可以確實了解到朋友

的特性，而當我們對他人的認識越多，將可能產生越高的信任感

（Newton, 1999）。由於臉書使用者將不信任的朋友放入朋友清單裡的情

況並不常發生，故臉書的使用與線上網絡信任兩者間應是相關聯的；

且相信他人不會傷害我們的這種信念，將會促使更多的臉書使用，因

此可以推論，社會信任和臉書的使用可能有正向關係。從現有社群網

站和社會資本的文獻中，本研究檢視臉書使用與生活滿意度、社會信

任之間的關係。具體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一：臉書使用程度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關係。 

研究假設二：臉書使用程度與社會信任有正向關係。

社會資本中的行為面向：政治參與

Elin（2003）指出，網際網路本身提供了一個空間，讓個人可以投

入於政治，產生政治行動。有研究發現，發生在線下（offline）社會的

政治活動，也會有許多相關的線上政治討論（Wellman et al., 2001），這

些線上的政治討論有利於民眾的政治涉入（Hardy & Scheufele, 2005; 

Raynes-Goldie & Walker, 2008）。Williams與Gulati（2008）指出，早在

2006年社群網站風行之前，社群網站就被視為有助於促進參與式的民

主政體，並重新為草根性政治組織注入活力的線上工具。Hand和Ching

（2011）認為，參與的文化形式是社群媒體成功關鍵，由於社群媒體動

態的、多對多的傳播模式，也讓政府更加投入公眾溝通的範疇，改變

了居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自從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歐巴馬使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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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進行競選宣傳活動之後，有關臉書上的政治參與行為開始備受

關注，而臉書之所以會產生政治參與，主要可從臉書本身的特質加以

探討。Skoric和Kwan（2011）指出，像臉書這類社交網路媒體，具有花

費低、快速、有明確訊息接收者等特質，這些特徵能促使政治資訊的

快速傳播並有效地動員公民。另外，像是臉書的認證條款及評價的資

訊，都能減少公眾在投入線上互動時的不確定感，以形成信任規範

（Berger & Calabrese, 1975）。如同Putnam（2004）指出，信任是促進公

民投入與參與集體活動的必要條件，因此臉書的相關特質適於促進公

民與政治的參與，例如社團（groups）和活動（event）都能促進政治討論

與動員（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Papacharissi與de Fatima Oliveira

（2012）以另一社群媒體Twitter的研究則解釋了媒體在動員時的必要

性，並強調新聞串流的影響力，Twitter上的新聞串流混和對事件期待

的相關選擇、原因與情緒表達，這些不見得會通過主流媒體的認可，

該研究更指出結合網絡與擁有總是在線上的特性的社群媒體，訊息的

情感層面會培養與支持參與、連結與凝聚力。

個體使用社群媒體獲取資訊，也會比較傾向參與政治，其中的影

響為直接效果，Gil de Zúñiga、Molyneux與Zheng（2014）認為兩者間實

際上應是一個良性循環，也就是說，人透過社群網站獲得資訊會傾向

參與較多政治，而參與也會回過頭來產生資訊收集的行為，儘管如

此，該研究的結果仍顯示因果關係從社群媒體的新聞使用至政治參與

的影響，較其他關係來的強，這也指出了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間不對

稱但互為因果的關係（Rojas, 2006; Shah et al., 2002）。

社群媒體的新聞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也會被社群媒體上的政治

表達所中介，Gil de Zúñiga、Molyneux與Zheng（2014）指出表達的動作

會比較傾向對表達的人產生影響，但或許更有趣的地方是，儘管社群

媒體的社交使用對政治參與可能沒有直接的影響，仍可能會透過政治

表達而產生效果，也就是一個完全中介的關係，這樣推論的理由是因

為現今的社群媒體允許多重連結至不同的社交領域，每個社會群組中

的個人都代表著自我展示的觀眾（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包

含只對特定觀眾所存在或展現的自我等（Papacharissi, 2012），引進這些

自我的概念可以將線上政治表達視為在網路上表達政治自我，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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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數位人格和數位認同的觀點，這些影響應在表達過程的機制中，表

達的期待及訊息的組成和轉換可能會使得認知（Pingree, 2007）和參與有

所改變（Rojas & Puig-i-Abril, 2009）。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許多研究都認為臉書確實有促進公民 

與政治參與的特質。Vitak 等學者（2011）指出，像YouTube、臉書、
MySpace等社群媒體最受到年輕的選民喜愛。美國民意研究機構Pew 

Internet Research指出，有65%社群媒體使用者的年齡是18–29歲，這

些年輕人在社群網站上，每五個政治活動，至少會參與其中一項， 

例如加入政治性的社團，並獲得關於候選人的資訊（Smith, 2009）。
Vitak、Zube、Smock、Carr、Ellison與Lampe（2011）及Xenos、Vromen

與Loader（2014）的研究亦發現臉書社群活動能夠幫助年輕人投入政治

活動。 政治和公民的參與是不同的概念。本研究的情境為旺中，所以

在參與的概念上，將以政治參與作為核心。一般的政治參與行為，在
Verba等人（1995）的定義中，是一種藉由影響公共政策來影響政府活動

的行為，包含了傳統活動，例如投票、為政治團體工作、捐錢給候選

人、印製 / 張貼具政治色彩的貼紙（bumper stickers），以及集會行為，

例如抗議、杯葛抵制 10。

社群媒體的發展非常可能促進使用者投入政治活動，特別是年輕

人，因為他們透過社群媒體作為集體運動的發聲工具。本研究先前提

過的TakingITGlobal.org就是一個為鼓吹公民參與而創立的社群媒體

（Raynes-Goldie & Walker, 2008）。此外，2006年，美國學生們曾利用
MySpace組成抗議移民改革議題的社團（Boyd, 2008）；有20,000名加拿

大臉書使用者參加臉書社群，抗議政府將信貸的改革議案的拖延到
2008年，這些都是社群媒體帶動政治參與的著名案例。

臉書也成為政治候選人競選舞台之一，如著名的政治參與案例：

歐巴馬在競選美國總統時的口號「Yes We Can」，使用者透過臉書快速

傳播競選口號（Elmer, McKelvey, & Devereaux, 2009）；除此之外，2011

年奈及利亞總統候選人Goodluck Jonathan利用臉書宣布要競選總統，

經過八個月左右，他的臉書粉絲已經達50萬人（Chatora, 2012）。Park、
Kee與Valenzuela（2009）指出，臉書社團是最普遍使用的功能，社團的

成立是基於興趣和活動所形成的。Conroy、Feezell和Guerrer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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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臉書社團提供機會讓成員能夠討論政治，在這種公民性質的討

論的過程中，能促進成員間的觀點表達以及互相學習。Park、Kee與
Valenzuela（2009）發現，年輕學生會因為想要取得關於線上和線下的校

園活動資訊、朋友互動、追求自我認同以及找尋娛樂等理由而加入臉

書社團；他們更進一步指出，若臉書使用者以尋求資訊為主，這些使

用者更有可能參與公民活動。Vitak等學者（2011）指出，在社群媒體

中，同儕之間的互動是參與政治行動的誘因，這些文獻說明了，使用

者臉書朋友的政治參與程度，以及使用者與其臉書朋友之間的互動，

皆能提高政治參與。

從現有的社群網站和社會資本的文獻中，本研究檢視臉書使用與

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具體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三：臉書使用的程度與臉書上的政治參與有正向關係。

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Delli Carpini與Keeter（1996）曾指出，政治知識是一種對於政治真

實資訊長時間儲存的記憶，是一種公民之間流通的貨幣（the currency of 

citizenship），也是參與政治活動和投入公民事務的重要資源，而政治知

識能透過正式教育、人際傳播對於政治的討論，以及傳統新聞媒體

（如：報紙）而獲得。Niemi與 Junn（1998, p. 9）更認為，政治知識不僅

是政治參與成功的先決條件，也可用來找尋和定義個人在政治上的興

趣。Galston（2001, pp. 223–224）則提出七點關於公民知識的重要發

現：（1）公民知識能幫助個人了解自己的興趣；（2）公民知識能提升看

待議題的一致性態度；（3）公民知識能幫助人們處理政治資訊；（4）公

民知識能改變人們看待議題的觀點；（5）更多的公民知識能參與更多的

公共事務；（6）公民知識能促進民主價值觀；（7）公民知識能促使政治

參與。從這七點可以發現，知識對於促進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不僅如

此，Milner（2002）比較市民的閱讀能力與政治知識之間的關係時，曾

指出公民閱讀能力程度與政治參與程度之間有正面關係，並認為這是

影響投票率和其他政治活動參與度的可能原因；Kaid、McKinney、
Tedesco（2007）亦發現，大學生因為缺少了對於候選人的認識與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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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進而缺乏政治參與，也不會去投票。這些研究成果都可證明，

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之間有密切關係。

在政治興趣和政治參與的關係方面，有研究顯示，政治興趣會促

使政治參與，如果其興趣不僅只是關注政治，還具有政治渴望時，則

更是如此（Shani, 2007）。Prior（2008）在探討政治興趣重要性時，指出

了其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當以政治興趣為重要自變項，可看

出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會有更多的政治知識，有可能去投票，更有可能

參與政治活動，而他們也可能動員他人進行政治參與。從Prior（2008）

的研究結果發現，政治興趣能顯著地預測許多重要的政治行為，包含

投票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研究結果也說明政治興趣有非常高的

穩定性，尤其是人們年紀到達30歲之後，其政治興趣會更加穩定。

也有研究探討不同年齡的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的差異。Dostie-

Goulet（2009）指出，現今許多選民並不熱衷政治參與，尤以年輕選民

最為嚴重。Blais、Gidengil、Nadeau與Nevitte等人（2002，2004） 發

現，年輕人對於政治興趣低落，是造成年輕世代選舉投票率逐漸下降

的原因。Flanagan與Sherrod（1998, p. 448）認為，興趣是促進政治態度

和認同的來源，投票率低落主要是因為民眾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因此

參與較少。Holt等人（2012）的研究發現，不論是社群媒體或傳統媒體

的使用都會增加人們的政治興趣，同時，社群媒體具有槓桿（leveler）

的功能，較能促發年輕人進行政治參與的動機。他們的另一項發現

是，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政治參與差別在於媒介的使用，在社群媒體方

面，年輕人有較多的政治參與，而在傳統媒體方面，年長者有較多的

政治參與。

在政治效能感上，如果依照Campbell、Gurin與Miller等人（1954, 

p. 187）所下的定義：「政治效能是個體在參與政治過程時，對於政治行

動的感覺，例如民眾會認為參與公民責任是值得的。」很容易發現效能

感與行動之間的關係。Michelson（2000）指出政治效能是一種態度，能

夠預測出人們的投票率。他指出，當人們察覺到政治能發揮作用，就

會更遵守政治規範，並且重視選舉活動以及進行政治討論，也可能促

進人們投票和信任他人，所以政治效能感高，則政治參與也會隨之提

高。過去研究發現，政治效能與許多政治參與是有關的，其中，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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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條件評估所產生的內在政治效能感，更能預測政治參與（Jung, 

Kim, & Zúñiga, 2011）。

基於以上討論，若臉書使用與政治參與間存在著任何關係，此將

有可能伴隨著個人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以及對自己與

他人態度（如：生活滿意度、社會信任）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探討以

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臉書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否與政治興

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有相關？

研究方法

調查對象、抽樣與樣本描述	

本次調查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進行網路問卷調查，以

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20歲以上的臉書使用者為本次調查的

訪問對象。而方法上分為封閉式與開放式問卷兩種，前者在抽樣方法

上 11 的樣本來源主要有兩種，一部分是以「中華電信住宅部100–101年

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數佔臺灣地區

所刊電話總數比例，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數比例，以等距抽樣法抽

出各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涵蓋的完整性，再以隨機亂數修正電話號

碼的最後二碼或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另一部分的

電話樣本則是來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累積的電訪資料庫，以隨

機亂數修正電話號碼的最後四碼來製作電話樣本。在開始訪問之前，

訪員按照洪氏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再進行訪問，訪問

結束前詢問受訪者電子郵件信箱，並以歷次訪問累積的受訪者信箱，

做為寄發封閉式問卷之依據。此封閉式問卷共寄出7,765封邀請信函，

共有728位填答，填答率約9.4%。過濾掉中途結束問卷及非臉書使用

者，共完成613份有效問卷，完成率共7.9%。開放式問卷 12 樣本來源

也有二：一是透過將開放式問卷連結伴隨封閉式問卷寄發至上開7,765

位電訪產生的受訪者電子郵件信箱，由受訪者將連結分享給非封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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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受訪者，進行填答；二是透過將開放式問卷連結放至PollcracyLab

臉書專頁，讓臉書使用者分享以及填答。本次調查共268位填答，過濾

掉中途結束問卷及臉書使用者，共完成233份有效問卷，其中含7位20

歲以下受訪者，因此在下列分析中，有效樣本為226份。

開放式問卷及封閉式問卷為同時進行，訪問期間自2012年8月6日

（星期日）晚間9時30分，至8月10日（星期五）早上10時00分，由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PollcracyLab線上調查實驗室執行，本次訪問預定完

成800個樣本，經實際訪問後，回收封閉式問卷613份有效樣本，開放

式問卷233份有效樣本，共完成846個有效樣本，去除掉20歲以下民眾
7位，有效樣本共839份。以95%之信心水準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

為：±3.46%。

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區的樣本結構，經檢定發現與

母體並不一致。為了使樣本與母體結構更符合，本研究使用多變數反

覆加權法（raking）對樣本的分布特性進行加權。而性別、年齡及教育程

度之母體參數，是依據內政部出版《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民國
100年））公佈之數值為基準。經加權之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

居住地區的樣本結構與母題無顯著差異。

樣本結構中關於性別、年齡、學歷、婚姻狀態、地理區域、職

業、政黨認同，以及家庭收入等之樣本分佈情形如表一。

主要變項測量

I. 臉書使用

臉書使用與過去媒介使用的作法不同。過去的媒介使用多區分為

暴露、注意與依賴程度，但臉書作為社交媒介，顯然並不適用上述三

層面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參照Ellison、Steinfield與Lampe（2007）對於

臉書強度使用的探討，將臉書使用區分為以下三面向：使用時間、朋

友數量以及臉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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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人口變項分佈

人口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16 49.55

女性 422 50.33

遺漏值   1  0.12

年齡 20–29歲 151 17.95

30–39歲 172 20.45

40–49歲 166 19.82

50–59歲 149 17.79

60以上 194 23.09

遺漏值   7  0.89

學歷 小學及以下 145 17.25

國、初中 114 13.57

高中、職 242 28.89

專科 107 12.77

大學及以上 223 26.63

遺漏值   7  0.89

婚姻狀態 未婚 372 44.38

已婚 410 48.85

分居   3  0.33

離婚  45  5.31

鰥寡   5  0.60

其他   4  0.53

遺漏值   0  0.00

地理區域 大臺北都會區 178 21.27

新北市基隆  71  8.44

桃竹苗 120 14.30

中彰投 156 18.61

雲嘉南 122 14.55

高屏澎 134 16.00

宜花東  36  4.34

遺漏值  21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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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項 人數 百分比（%）

職業 軍公教人員  73  8.65

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 228 27.14

私部門職員  86 10.26

私部門勞工 118 14.08

農林漁牧  26  3.11

學生  86 10.28

家管  91 10.86

其他 110 13.13

遺漏值  21  2.49

政黨認同 國民黨 312 37.17

民進黨 173 20.66

新黨  63  7.48

親民黨  62  7.43

臺灣團結聯盟   5  0.57

中立及看情形 187 22.23

無反應及其他政黨  37  4.46

遺漏值   0  0.00

家庭月收入 36,000元以下 177 21.10

36,001–47,000元 154 18.37

47,001–58,000元 106 12.67

58,001–65,000元  92 10.96

65,001–78,000元  65  7.76

78,001–88,000元  64  7.59

88,001–108,000元  84 10.05

108,001–138,000元  41  4.83

138,001–158,000元  13  1.60

158,000元以上  43  5.07

遺漏值   0  0.00

總人數 839 　



159

臉書使用者的社會資本及政治參與

1. 臉書使用時間

在測量臉書使用時間上，問卷中詢問受訪者「您一天大概花多少時

間在臉書上？」，受訪者圈選1 = 少於10分鐘、2 = 10–30分鐘、3 = 

31–60分鐘、4 = 61–90分鐘、5 = 91–120分鐘、6 = 121–150分鐘、7 = 

151–180分鐘、8 = 181–210分鐘、9 = 211–240分鐘、10 = 4小時以上。
2. 臉書態度

在測量臉書態度上，問卷中詢問受訪者以下題項的同意程度，包

括「臉書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會很驕傲的告訴人家我正在使用

臉書」、「使用臉書已經是我每日固定活動」、「一天沒用臉書，我就感

覺與人失去聯繫」、「我覺得我是臉書社群的一份子」、「一旦臉書關

了，我會覺得難過」。受訪者依據同意程度圈選「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普通」、「4 = 不同意」、「5 = 非常不同意」。分析時，反轉

以上「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經主成份因素分析後，這六個題項呈現一個因素，共可解

釋63.86%的變異量（eigenvalue = 3.83），其信度Cronbach’s α為 .88。

這些題項和重要性有關，因此命名為「臉書重要性」。臉書重要性的測

量為上述六題相加除以六，整體受訪者平均數為3.18，標準差為 .80，

分數愈高，愈覺得臉書重要。

3. 臉書朋友數量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的臉書朋友數量。選項包括從9個以下到700個

以上。（1 = 9個及以下、2 = 10–49個、3 = 50–99個、4 = 100–149個、
5 = 150–199個、6 = 200–249個、7 = 250–299個、8 = 300–349個、9 = 

350–399個、10 = 400–449個、11 = 450–499個、12 = 500–549個、13 = 

550–599個、14 = 600–649個、15 = 650–699個，以及16 = 700個或以

上。）

4. 臉書友誼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臉書友誼的題目包含「臉書的朋友對我而言很重

要」以及「臉書的朋友對我有情緒支持的功能」兩題。受訪者依據同意

程度圈選「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普通」、「4 = 不同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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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同意」。分析時，反轉以上「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

「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經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

兩個題項呈現顯著相關（r = .67, p < .001），因此可以成為一個變項。

臉書友誼的測量為該二題相加除以二。整體受訪者平均數為3.05，標

準差為 .88，分數愈高，臉書友誼程度越高。

II. 社會資本

1. 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採用Diener、Emmons、Larson與Griffin（1985）等學者的生

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評估受測者的個人幸福感

知程度。這五個題項能用來測量人們心理狀態，以比較全球的生活滿

意度，探測人們內在的和諧度與短時間的信賴度（Pavot, Diener, Colvin, 

& Sandvik, 1991）。問卷中詢問受訪者包括「很多方面我覺得我的生活

滿理想的」、「我的生活非常好」、「我對我的生活很滿意」、「目前為止

我已經得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如果讓我重新活過，我不想有任

何改變」等五題，受訪者依據同意程度圈選「1 = 非常不同意」、「2 = 不

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分析時，反轉以上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

同意」。經主成份因素分析後，這五個題項呈現一個因素，共可解釋
65.46%的變異量（eigenvalue = 3.27），其信度Cronbach’s α為 .86。這

些題項命名為「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的測量為上述五題相加除以

五，整體受訪者平均數為2.97，標準差為 .78，分數愈高，愈覺得生活

滿意度高。

2. 社會信任

參考Rosenberg（1956）所提出的信任量表（Faith in People scale）以

及Burns與Kinder（2000）對該量表的修正，本研究問卷中詢問受訪者包

括「大致上，你同意人們是可以信任的」、「如果別人有機會，就會想佔

你便宜」、「人們是想要做到公平的」、「與別人打交道，無論如何都必

須非常小心」、「人們都想嘗試幫助別人」、「人們都只顧著自己」等六

題，受訪者依據同意程度圈選「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普

通」、「4 = 不同意」、「5 = 非常不同意」。分析時，「大致上，你同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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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可以信任的」、「人們是想要做到公平的」以及「人們都想嘗試幫助

別人」反轉為「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

意」、「5 = 非常同意」。經過主成份因素分析後，「人們是想要做到公平

的」以及「與別人打交道，無論如何都必須非常小心」呈現雙重負 

載（double loading），因此去除之後再度跑因素分析，剩下的四題呈現

一個因素，共可解釋 49.79%的變異量（eigenvalue = 1.75），其信度
Cronbach’s α為 .58，命名為「社會信任」。社會信任的測量為上述四題

相加除以四，整體受訪者平均數為3.10，標準差為 .55，分數愈高，社

會信任程度愈高。

3. 臉書上的政治參與

近年來研究臉書政治參與的研究逐漸增加，臉書提供的許多功能

（如社團、按讚、分享文章等等）也被視為人際互動的新模式，更有研

究指出這些功能作為線上政治參與的潛力（Vesnic-Alujevic, 2012; 

Vissers & Stolle, 2014）。此外根據研究者觀察，在臺灣也可以看到類似

的參與的動作，包括發表意見（如：po文）、從新聞網站轉貼新聞、從

朋友臉書上轉貼新聞、對相關貼文按讚、回應相關貼文等。因此問卷

中詢問受訪者包括「您曾經在臉書上發表關於旺中案個人看法嗎？」、

「您曾經從新聞網站轉貼旺中案的相關新聞嗎？」、「您曾經主動從朋友

處轉貼（分享）旺中案的相關新聞嗎？」、「您曾經回應朋友關於旺中案

的相關貼文（包括朋友書寫、新聞、圖片轉貼）嗎？」、「您曾經在朋友

的旺中案的貼文或是轉貼新聞按讚嗎？」等五題，受訪者依據其對參與

行為的認知程度圈選「1 = 從來沒有」、「2 = 偶爾」、「3 = 有時候」、「4 

= 常常」。經主成份因素分析顯示這五個題項呈現一個因素，共可解釋
66.50%的變異量（eigenvalue = 3.33），其信度Cronbach’s α為 .85，命

名為「臉書的政治參與」。臉書的政治參與的測量為上述五題相加除以

五，整體受訪者平均數為1.45，標準差為 .60，分數愈高，臉書的政治

參與程度愈高。

III. 政治變項

本研究另外詢問受訪者三種政治變項，包括政治知識、政治興趣

與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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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知識

政治知識測量方面，過去已有文獻是以詢問政治事件中的相關的人

名作為測量，或是整組題項中以人名為主，如Jung, Kim, & de Zúñiga 

（2011）、Stephens, Yoo, Mourao, Vu, Baresch, & Johnson（2014）與
Corrigall-Brown & Wilkes（2014）等。而本研究問卷中詢問四題有關政

治的知識則包括「您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是誰？」、「您知道現任民

進黨的主席是誰？」、「中國時報的老闆是誰？」以及「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於今年八月一日後上任的主委是誰？」。答對一題得一分，

最高4分，最低0分。所有受訪者的政治知識平均值為2.98分，標準差

為 .85。有1人為0分，31人得1分，214人得2分，333人得3分，260

人得4分。

2. 政治興趣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你對於了解政治時事的興趣多大？」，以及「你

對於了解旺中案的興趣多大？」，受訪者依據他的評估圈選「1 = 完全沒

有興趣」、「2 = 不大有興趣」、「3 = 還算有興趣」、「4 = 很有興趣」。經
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兩個題項呈現顯著相關（r = .51, p < .001），因

此可以成為一個變項，政治興趣的計算方式為兩題項相加除以二。

3. 政治效能感

本研究用來測量政治效能感的題目僅一題，過去研究有使用多題

來測量內外在政治效能感（Ha et al., 2013; Pingree, 2011; Pingree, Hill, & 

McLeod, 2013），也有使用單一題來測量政治效能的文獻（Jung, Kim, & 

de Zúñiga, 2011; Kim, Hsu, & de Zúñiga, 2013），而本研究受限於題項總

量，選擇後者的作法，用一個題目來測量受試者的政治效能感，為「你

是否同意政治與政府太複雜，所以你難以理解？」受訪者依據同意程度

圈選「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普通」、「4 = 不同意」、「5 = 

非常不同意」。127人（15.2%）表示非常同意，401人（47.8%）表示同

意，146人（17.4%）表示普通，138人（16.4%）表示不同意，27人（3.2%）

表示非常不同意。平均值為2.45，標準差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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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人口學變項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地

理位置（分成北部和其他）、職業與政黨認同。其中政黨認同測量分成

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中立及看情形與無

反應，以及其他政黨共七個選項。其中選擇民進黨或臺灣團結聯盟的

受訪者被歸類為泛綠，選擇國民黨、新黨及親民黨者被歸類為泛藍。

由於這些變項和民眾的態度、行為有關，因此本研究把他們列為控制

變項。

結果

迴歸分析

為了回答研究假設1到3，本研究進行三次階層迴歸分析。表二呈

現迴歸分析的結果，其中第一階層為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狀態、地理位置、職業；第二階層為政黨陣營認同變

項，包括泛藍及泛綠；第三階層為臉書使用變項，包含臉書使用時

間、朋友數量、臉書友誼、臉書的重要性。表二呈現了社會信任、生

活滿意度、臉書政治參與和四個階層變項之間的關係。以下分別就人

口學變項、政黨陣營、政治變項與臉書使用分別探討。

I. 人口學變項對社會信任、生活滿意度與臉書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從表二的階層一顯示，在社會信任方面，人口變項調整後的R平

方（Adjusted R Square, ΔR
2）為 .06，表示當投入人口變項後，對社會

信任的解釋變異量為5.7%，其中性別（β  = .20, p < .001）、教育程度（β  

= .09, p < .05）、婚姻狀態（β  = .11, p < .01）均有達到顯著性，也說明

了這三個變項均可有效預測人們的社會信任。由於性別、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的β值為正，表示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對人們的社會
信任之影響為正，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個人的社會信任程度也越

高；相反地，教育程度低者，個人的社會信任程度較低。而社會信任

確實會受到性別與婚姻狀態的差異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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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社會信任、生活滿意度與臉書政治參與的階層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社會信任 生活滿意度 臉書政治參與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男 = 0，女 = 1）  .20***  .37*** –.08*

年齡  .03  .13** –.02

教育程度  .09*  .14**  .03

婚姻狀態  .11**  .09** –.06

地理位置（北 = 1，其他 = 0） –.06 –.07*  .10**

職業（白領 = 1，其他 = 0） –.03 –.02  .09**

Adjusted R
2

 .06  .16  .06

第二階層

藍綠政黨陣營認同

泛藍  .22***  .16*** –.19***

泛綠  .13**  .03  .13**

調整R
2增加  .03  .02  .09

第三階層

臉書使用

臉書時間 –.00  .12**  .16***

臉書朋友數 –.02  .03  .11**

臉書友誼  .02  .03  .12**

臉書重要性 –.02 –.01 –.01

調整R
2增加  .00 . 02  .06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09  .19  .21

註：表格中之系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系數。 

*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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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滿意度方面，人口變項調整後的R平方為 .16，表示當投入

人口變項後，對生活滿意度的解釋變異量為15.8%，其中性別（β  = .37,  

p < .001）、年齡（β  = .13, p < .001）、教育程度（β  = .14, p = .001）、

婚姻狀態（β  = .09, p < .001）、地理位置（β  = –.07, p < .05）有達到統

計顯著性，代表這五個變項均可有效預測人們的生活滿意度。而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為正向，亦即

年齡越年長者，其個人的生活滿意度也越高；此外，教育程度越高

者，其個人的生活滿意度也越高；反之教育程度越低者，個人的生活

滿意度較低。然而，生活滿意度確實會受到性別、婚姻狀態、地理位

置的差異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臉書的政治參與部份，在人口變項調整後的R平方為 .06，表示當

投入人口變項後，對臉書政治參與的解釋變異量為5.9%，其中性別（β  

= –.08, p < .05）、職業（β  = .09, p < .001）與地理位置（β  = .10, p < 

.001）有達到顯著性，表示這三個變項均可有效地預測人們在臉書上的

政治參與。在有顯著性的變項中，性別對臉書政治參與為負向影響，

職業與地理位置則於臉書政治參與有正向影響。無論正、負向影響，

都顯示出性別、職業及地理位置對臉書政治參與有不同程度與方向的

影響。

II. 政黨傾向對社會信任、生活滿意度與臉書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從表二的階層二顯示，在社會信任方面，將政黨認同變項調整後

的R平方為 .09，表示當投入政黨認同變項後，對社會信任的解釋變異

量為8.7%，解釋量增加3.2%（ΔR
2
 = .03），兩個政黨均有達到統計顯

著性，分別為泛藍（β  = –.22, p < .001）與泛綠（β  = .13, p < .01）。從

β數值中表示，政黨認同對於人們的社會信任有正向影響，亦即人們
的社會信任確實會受到政黨差異而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信任。

在生活滿意度方面，政黨認同變項調整後的R平方為 .18，表示當

投入政黨認同變項後，對生活滿意度的解釋變異量17.6%，解釋量增加
2.0%（ΔR

2
 = .02）。其中只有泛藍政黨對於生活滿意度的預測力有達到

顯著性（β  = .16, p < .001），代表泛藍政黨是唯一可以預測生活滿意度

的政黨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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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臉書政治參與上，政黨認同變項調整後的R平方為 .15，表示當

投入政黨認同變項後，對臉書政治參與的解釋變異量為14.5%，解釋量

增加8.7%（ΔR
2
 = .09）。泛藍（β  = –.19, p < .001）與泛綠（β  = .13, p = 

.001）政黨均能顯著地預測人們在臉書上的政治參與。其中泛藍對於臉

書政治參與的影響為負；泛綠對於臉書政治參與的影響為正向，這也

說明了政黨認同的差異確實會影響人們臉書上政治參與的不同程度。

III. 臉書使用程度對社會信任、生活滿意度與臉書政治參與的預測力

從表二的階層三顯示，在社會信任方面，將臉書使用變項調整後

的R平方為 .09，表示當投入臉書使用變項後，對社會信任的解釋變異

量為8.5%，解釋量增加 0.2%（ΔR
2
 = .00）。其中的四個變項（臉書使用

時間、臉書朋友數量、臉書友誼、臉書重要性），均未達到統計顯著

性，表示臉書使用的四個變項無法有效地預測人們的社會信任。

在生活滿意度部份，將臉書使用變項調整後的R平方為 .20，表示

當投入臉書使用變項後，對生活滿意度的解釋變異量為20.0%，解釋量

增加1.5%（ΔR
2
 = .02）。其中臉書使用時間（β= .12, p < .01）是唯一有

達到統計顯著性的變項，而臉書使用時間對於人們的生活滿意度也具

有正向影響，代表臉書使用時間越多者，其個人的生活滿意度也越

高；反之，臉書使用時間越少者，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

在臉書政治參與上，將臉書使用變項調整後的R平方為 .20，表示

當投入臉書使用變項後，對生活滿意度的解釋變異量20.3%，解釋量增
6.1%（ΔR

2
 = .06）。在臉書使用變項中以臉書使用時間（β  = .16, p < 

.001）、臉書朋友數量（β  = .11, p < .01）與臉書友誼（β  = .12, p < .01）

有達到顯著性，表示臉書使用時間、臉書朋友數量與臉書友誼對於臉

書的政治參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β值可觀察出，當人們臉書使用
時間越多，其臉書的政治參與也越高；反之，臉書使用時間較少者，

其臉書的政治參與也較低。另外，臉書的友誼程度也會影響臉書政治

參與的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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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驗證與研究問題

表二呈現了社會信任、生活滿意度、臉書政治參與和四個階層變

項之間的關係。首先，研究假設一：「臉書使用的程度與生活滿意度有

正向關係」。從表二中可看出，在生活滿意度下臉書使用階層變項中，

臉書使用時間、臉書朋友數、臉書友誼都與生活滿意度呈現正相關，

但其中僅「臉書使用時間」（β  = .12, p < .01）有達到顯著性，因此，假

設一獲得支持。

其次，研究假設二：「臉書使用的程度與社會信任有正向關係」，

在社會信任下臉書使用階層變項中，臉書使用時間、臉書朋友數、臉

書重要性與社會信任都未達顯著性。因此，假設二無法獲得支持。

再者，研究假設三：「臉書使用的程度與政治參與有正向關係」，

在臉書政治參與下臉書使用階層變項中，臉書使用時間、臉書朋友

數、臉書友誼都與生活滿意度呈現正相關，且臉書使用時間（β  = .16, 

p < .001）、臉書朋友數量（β  = .11, p < .01）與臉書友誼（β  = .12, p < 

.01）有達到顯著性，顯示臉書使用時間的多寡與政治參與之間的正相關

已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程度。因此，假設三獲得支持。

針對研究問題一「臉書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否與政治興

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有關？」進行的階層迴歸分析，其中第一階

層為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地理位置、

職業；第二階層為政黨陣營認同變項，包括泛藍及泛綠；第三階層為

政治變項，包括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效能；第四階層為臉書使

用變項，包含臉書使用時間、朋友數量、臉書友誼、臉書的重要性。

表三呈現研究問題一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政治興趣（β  = .37, p 

< .001）與政治知識（β  = .15, p < .001）與臉書政治參與的關係為正相關

且已達統計顯著性；在臉書使用上則顯示臉書使用時間（β  = .15, p < 

.001）與臉書友誼（β  = .21, p < .001）和臉書政治參為正相關且達統計

顯著。因此，關於研究問題一，會正向影響臉書政治參與的變項為：

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臉書使用時間，以及臉書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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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臉書政治參與的階層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臉書政治參與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男 = 0，女 = 1） –.04

年齡 –.18***

教育程度 –.10**

婚姻狀態 –.06

地理位置（北 = 1，其他 = 0）  .07*

職業（白領 = 1，其他 = 0）  .09**

Adjusted R
2

 .06

第二階層

藍綠政黨陣營認同

泛藍 –.12**

泛綠  .07*

調整R
2增加  .09

第三階層

政治變項

政治知識  .15***

政治興趣  .37***

政治效能感  .02

調整R2增加  .18

第四階層

臉書使用

臉書時間  .15***

臉書朋友數  .08

臉書友誼  .21***

臉書重要性 –.07

調整R
2增加  .06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37

註：表格中之系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系數。 

*p < .05, **p < .01, ***p < .001



169

臉書使用者的社會資本及政治參與

討論與結論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藉由在臺灣社會爭議多時的旺中案時期的臉書使用者調

查，企圖了解臉書使用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本研究假設一與假設三的

成立，證明了臉書使用程度高低與生活滿意度、政治參與有正相關，

顯示臉書使用程度越高者，其個人的生活滿意度與政治參與也越高；

相對地，臉書使用程度越低者，其生活滿意度與政治參與較低。這兩

項結果會產生並不意外，因為過去研究（Ellison et al., 2007; Valkenburg, 

Peter, & Schouten, 2006）曾指出，人們會參與社群網絡以增加其生活 

滿意度；同時，許多研究者也紛紛指出，網路環境（Elin, 2003）以及臉

書特質（Skoric & Kwan, 2011;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確實會促

進人們的政治參與。研究假設一證實了人們生活滿意度與臉書使用程

度有正向關係， 有些研究（Ellison et al., 2007; Valkenburg, Peter, & 

Schouten, 2006）也主張個人是基於主動使用臉書，而建立互相聯繫的關

係與幸福感，而個人生活滿意程度與社群網路之間的關係又彼此互

惠。現實生活中，臉書不僅增加人們生活滿意度，也可幫助民眾的政

治參與，本研究假設三證實了臉書使用與線上的政治參與，對於民主

政治來說，臉書或許是挽回政治參與的工具。過去研究（Delli Carpini, 

2000; Kimberlee, 2002; Mesch & Coleman, 2007）發現，年輕人的政治信

任低、政治興趣不高，且公民責任感低、政治知識缺乏、較少閱讀新

聞報紙、選舉投票率低，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投入較少。但如今由於

臉書使用的各種功能（包含按讚、po文、分享圖文、評論他人訊息

等），大大增加臉書上多數年輕使用者能方便的進行與較大社會產生連

結的政治參與，而不僅只是個人層次上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結、促進自

身的幸福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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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僅假設二未獲得支持。假設二為臉書使用的程度與社會信

任呈現正相關，但結果卻顯示臉書使用程度對社會信任之影響為負

向，代表臉書使用程度越高者，其個人的社會信任較低；反之，臉書

使用程度越低者，其個人的社會信任越高。對於這樣的發現，研究者

認為第一原因是臉書使用動機是關鍵因素。Shah等人（2001）指出，以

資訊導向為目的的網路使用與公民參與、社會信任和生活滿意度有正

向關聯；Park、Kee與Valenzuela（2009）也曾指出臉書使用目的的不同

的差異，他們發現，年輕學生使用臉書若以尋求資訊為主，則更可能

會參與公民活動，而參與公民活動需要人際信任，假若使用臉書是以

娛樂或其他目的，那麼就可能無法觀察出臉書使用與社會信任之間的

關係。但本研究並未能確認受訪者的臉書使用動機，而臉書因為使用

功能多元，資訊使用與娛樂、情感連結功能對於社會信任的作用正負

相互抵消，因此本研究難以獲得臉書使用程度與社會信任的正向關

係。另外，研究者認為，臉書資訊的質與量也是造成使用者信任感下

滑的因素。臉書上的各種資訊內容品質水準參差不齊、發文中顯露的

主觀價值較一般媒體更高，負面論述與未查證的資訊在社交媒體上傳

散速度快，加上較多個人抒發與諷刺吹噓等等，可能造成使用者使用

臉書程度愈高，對社會的不信任感愈強。整體而言，假設二的未獲支

持，推論可能是因臉書使用動機差異以及臉書內容品質所造成。

與過去研究的測量方式相較，本研究將臉書使用的幾個向度分開

探討，而非以一個總指標，如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2007）的臉

書使用時間來測量臉書的使用程度。本研究分別探討臉書使用時間、

朋友數量、臉書友誼與臉書的重要性中，何者可能為影響生活滿意

度、社會信任和政治參與最多的因素。但從結果則發現，臉書使用時

間仍是最能影響生活滿意度和政治參與的因素，是臉書影響社會資本

最大的原因。

雖然時間是重要因素，但根據過去Shah等人（2001）研究一般網路

使用的社會資本，發現在網路上做甚麼比在網路上花多少時間要更 

重要。有研究者指出社群網站帶來的政治參與，可從臉書本身的 

多樣功能加以探討，例如Gueorguieva（2008）即曾指出，社群媒體（如：
MySpace、臉書）已經成為招募自願者與促進投票的競選活動工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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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了投票率。近年來，網路上的政治活動已變得更多元化，除了蒐

集政治相關的資訊之外，按讚、發佈即時動態訊息、評論與回應他人

訊息、成立 / 加入社團、策劃活動等由臉書提供的功能，亦可作為政

治參與之用，也就是說，臉書功能與人們的使用行為，實揭示了臉書

作為政治參與平台的潛能。

理論貢獻：社會資本概念的轉變以及臉書使用者到底信任誰

依Putnam（1993）在擔憂電視觀看對於社區參與以及人際信任的影

響時，所提出的原始定義，社會資本基本概念包括社會網絡之密度及

社會信任，兩者可以促成社會成員彼此合作以達成集體目標。換言

之，社會成員的彼此信任、規範與網絡加強集體合作，因而增進社會

效率（Putnam, 1993: 167）。在網路興盛之後，Shah、Kwak 以及Holbert

（2001）等對於社會資本重新概念化成為三個面向，包括人際信任、生

活滿意度以及社區參與，假設網路的使用動機不同，因此對於人際信

任、生活滿意度以及社區參與有不同的效果。社交媒體的年代，由於

臉書的互動與動員功能，學者關心的問題轉向臉書使用對於參與的影

響。在政治傳播的領域中，最關切的是政治參與，因而社會資本的概

念再進一步演變為人際網絡中的信任關係、生活滿意度以及政治參

與。其中不變的是面向為生活滿意度，產生部分改變的是信任與參

與。前者由人際信任擴大為社會信任，後者從社區參與轉為政治參

與。本研究的發現證實臉書使用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除了社會信任感

上產生負面影響，其他的影響面均為正向，顯示臉書使用不同於以往

的媒體，包括電視以及一般網路使用，大體而言，臉書使用比較傾向

社會資本的生產，而非消耗。就政治參與與生活滿意度來看，臉書有

其正面貢獻。至於信任的負面效益，則如同以往媒體使用的發現。看

來，理論上我們期待臉書因為有異於傳統媒體的社交互動功能，應該

對於信任有所幫助，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本研究中探討的社會信任

上，是減分的。

但若以臺灣社會有所謂的親信信任格局（張苙雲，1997），亦即對

於熟識的人的信任感一向較高，而現代社會中，人際關係的迅速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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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距	化、和片斷化，與陌生人的互動成為生活中的主要活動，所以

當我們在探討人際信任或是社會信任時，已經跳脫熟識的人的範圍，

而是在一個假設與一般陌生人互動的感受為想像基礎。可以想見，以

臉書使用者而言，當提到人際信任時，想像的並非臉書朋友之間的信

任，而是對於一般人，包括了陌生人與熟識者，以及在兩者間有不同

熟識程度的各種人的信任。而當臉書中混雜批判時事、情緒抒發、吃

喝玩樂與資訊交換的各種訊息，可能無助於臉書使用者的整體人際信

任感。因此，若能重新檢視臉書使用對於社會資本的貢獻，對於人際

信任不妨有更細膩的探討，也就是說在信任這個概念上，須要有更多

層次的定義與討論。起碼，對於親近的臉友與一般人的信任，就要有

更清楚的區分，例如前者是附著於特殊且多少有些熟悉的個人，後者

是一種集體的想像。或許我們可以這麼假設，臉書使用能累積的人際

信任多存在於我們所熟知的臉書朋友圈中，但超越此範圍的人際或是

社會信任，臉書使用說的則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對於政治參與實務之啟發

臉書帶來的線上政治參與是很值得關注與進一步研究的，Vesnic-

Alujevic（2012）認為，儘管一般線下政治參與的活動、事件已被研究與

探討，但線上與線下政治參與仍有不同之處，有些政治活動的線上與

線下參與是有明顯差異的。Vesnic-Alujevic（2012）的研究顯示閱讀、參

加政治討論和張貼、分享與搜尋政治資訊等線上政治參與行為是同樣

頻繁的。Vissers & Stolle（2014）認為臉書提供了新型態政治參與的可

能性，像是臉書的社團功能讓一群相同志趣的人聚集在一起，並互相

支持共同的政治目標，臉書也讓人會非刻意地暴露在朋友或其他有效

來源張貼的政治內容，對不會主動搜尋相關內容的人來說，政治相關

資訊變得更加容易取得。此外，Vissers & Stolle（2014）還指出臉書也

讓人更容易從事一些門檻不高的政治活動，像是給予政治性社團按讚

或加入、分享某人的意見到自己或朋友的塗鴉牆等等。旺中案當中，

臉書使用者的各種線上參與形成的網路社會氛圍，與數次的實體遊行

之間的關聯性到底是強是弱，各界有分歧的觀察，臉書參與與現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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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關係有待往後的類似運動出現時，再加以仔細檢視。

未來研究建議

我們如今可以確認臉書作為政治參與平台的可能性，但臉書對於

傳統線下（offline）政治參與的影響又是如何？Putnam（1995）曾指出，

電視的出現是造成美國公民特質（如：公民參與和活動參與）下降的原

因，他發現看電視時間長短，與個人公民參與、政治涉入與人際信任

呈現負向關係。從Putnam的觀點來看，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臉書的

出現對於線下傳統政治參與的影響到底是正面或負面。雖然前述曾提

過社群媒體會影響選舉出席率，很多年輕人也會因為臉書而開始蒐集

政治相關的資訊，但是臉書上的政治參與，是否也代表了實質行為上

的政治參與，則不無疑問。假如人們只參與臉書上的政治活動，而沒

有實際參與社會上的政治活動，在虛擬空間中參與政治的效果持續性

與影響範圍會有多大？而虛擬空間的政治參與，和實質行為上的政治

活動參與，哪一個政治參與形式的效用會比較大？值得未來研究繼續

探討。

研究限制

本研究發現，在旺中案中，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臉書友誼會正

向影響臉書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代表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

臉書友誼越高者，其個人臉書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也越高；反

之，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臉書友誼越低者，其個人臉書使用與政治

參與之間的關係較低。除了現象觀察，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出臉

書在旺中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此案的關心與重視化成了網路上的

政治參與行動，甚至進一步促成了近萬人走上街頭的遊行運動（林嘉

琪、劉力仁，2012），然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並未進一步觀察填答者是否

參與該遊行，因此無法檢視臉書上的政治相關變項是否也會與線下政

治參與（即參與遊行）有所關聯。

另外，由於社會運動的時間點往往難以事前掌握，在旺中議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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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上發酵之後，研究者雖然儘速設計問卷以及連絡適合的調查執行

單位支援執行，但仍受限於資料蒐集之資源未能即時到位，蒐集問卷

資料的執行時機點已經是事件最高峰的七月底後的十天，因此可能影

響到受訪者的回覆意願以及事件參與的回憶正確程度。

最後，從研究結果來看，本研究證實了臉書使用程度愈高，線上

政治參與程度愈高，但此研究結果並不能推論使用者在臉書上的政治

參與，是否會延伸至實際社會中的政治參與行為，是為本研究的限

制，未來研究需進一步探討，以確認臉書對於政治參與以及公民社會

形成的貢獻。

註釋

1 反媒體巨獸聯盟，上網時間：2012年8月20，取自：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180206802060961/

2 [我是學生，我反旺中]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上網時間：2012年8月20

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idontwantwant

3 參考資料：
 拒絕中時運動臉書社群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B%92%E7%B5%95%E4%B8%AD

%E6%99%82%E9%81%8B%E5%8B%95/180368648732365

 拒絕中時運動網站
 http://rjcts2012.blogspot.tw/

 反媒體巨獸行動資料庫（該網站提供的臉書連結已失效）
 https://sites.google.com/site/occupyncc/

 [我是學生，我反旺中]7/31（二）全國學生反旺中行動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72427069489158/

 手機串連臉書 新媒體發威（自由時報新聞）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11938

 Facebook 2012年財報
 http://investor.fb.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736911

 臉書滲透率（2013年）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40228000059 

&cid=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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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有條件通過中天、中視董監事變更案，但開
出七項超高標準限期條款當「防火牆」，徹底防堵雙中（中天、中視）「實質
二合一」壟斷言論與市場、確保節目多元化（聯合報，2009年5月28日）。

5 旺旺中時集團寄發多位記者、學者存證信函，引發傳播學術界、公民團體
反彈，三天內已有150位傳播學者連署撻伐，呼籲中時勿殘害言論自由，
號稱史上最大規模的傳播學者抗議（聯合報，2009年6月17日）。

6 馮建三（2011年9月8日），〈亞洲最大傳媒併購 NCC一人夠嗎〉，《聯合
報》，A23版。

 例如：二月自由時報大幅批判旺旺中時總裁蔡衍明，在華盛頓郵報採訪時
對六四事件的「傾中」言論，更有記者「錢衷時」（諧音前中時）投搞自由時
報，批評中國時報向中國靠攏，在蘋果報導蔡衍明和中國關係良好後，旺
旺中時集團四月出發出通告，懸賞百萬元抓出「錢衷時」，作家馮光遠還差
點假裝「錢衷時」去領懸賞。……十八日NCC審議旺中案，蘋果日報在頭
版大作「臺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旺旺」，以狗叫聲暗喻旺中集團；而中時
除了痛批壹傳媒羶色腥的新聞報導本性，導致寶來集團前總裁白文正等人
因不堪侮辱而自殺身亡外，中時、工商兩報總編輯在自家報紙刊文支持旺
中集團總裁蔡衍明，被網友批「拍馬屁」（聯合報，2012年4月21日）。

8 例如：旺旺中時集團及蘋果日報近日引爆媒體大戰，雙方利用報紙互相攻
擊對方，昨天立委批評這一齣「米果跟蘋果的大戰」戲碼，讓人看不下去；
NCC主委蘇蘅表示，媒體公器私用，是媒體的墮落（自由時報，2012年4

月24日）。
9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國昌表示，NCC對旺中案的附帶條件沒有任何

實際意義，由旺中集團購買中天、中視的二中案已有前例可循，當初透過
附帶條件要求二中不得聯合操作，但「中天、中視肯定有聯合新聞操作，
倫理委員會形同虛設。」（聯合報，2012年7月26日）。

10 公民參與被定義為個人或集體行為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社區的問題（Zukin, 

Keeter, Andolina, Jenkins, & Delli-Carpini, 2006），例如自願者幫助貧窮、
為非政府組織募款、參與社區服務、或是主動成為環境組織裡的成員都屬
於公民參與。有些人會有政治參與卻很少有公民參與，又有些人可能是公
民參與卻很少政治參與，也有些人是兩個都參與的。政治和公民活動之間
的界線是模糊的，例如環境運動有時不免會有政治色彩。

11 非屬選研中心歷次電訪之受訪者有留下電子郵件信箱者，無法填答。
12 受訪者點選連結即可填答，但不包含電訪產生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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